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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建筑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 室内环境直接影响人体健康、舒适及工作效率, 而室内人员的直观感

受和健康效应则是营造室内环境的关键性评价指标. 本文从如何营造人体微环境气流和构建呼吸道体外模型角度

着手, 对呼吸暖体假人在个体暴露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介绍了暖体假人的模型结构、实现方法、功

能、特征及控制, 总结了人体微环境区域的流场特性和污染暴露影响因素, 讨论了人体吸入暴露研究的现状和难

点, 并展望了使用呼吸暖体假人进行人体健康效应研究的发展前景. 本文旨在促进发展更合理精确的环境控制技

术, 实现健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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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建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推动和发展健康

建筑符合我国“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http:www.gov.cn/
xinwen/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健康建筑的

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 室内人员的直观感受和健康

效应应作为关键性评价指标[1,2]. 尽管当前的室内环境

营造技术能够较好地满足参数控制和能效要求, 但是

各项技术和装备相对独立, 缺乏综合各项技术设备的

集成平台, 同时也缺乏能够反映多环境参数对建筑使

用人员健康综合影响的指标. 常见的用于检测室内人

员声、光、热感知和污染物暴露的各种独立仪器及测

试平台如图1所示.
暖体假人, 也被称为“热感人体模型”, 是一种可模

拟人体与周围环境间热湿交换的仪器设备. 假人的形

态结构与普通成年人相似, 通过模拟人体代谢保温, 提

供关于防护服对人体热生理反应的长期或短期影响的

信息, 预测特定身体活动在危险条件下的工作时间(如
热应激时间、健康风险时间和生存时间). 自20世纪40
年代美国军方开发世界上第一套假人以来, 暖体假人

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如今, 暖体假人作为真人实验的

替代品, 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生物物理实验方法, 被应

用于评估服装在环境和职业防护方面的能力, 以及建

筑物、车船、飞机等内部动态热环境对人体生理机能

的影响, 评估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的性能, 尤其是在

高危环境下对上述三者的实际性能做出评估.
截至2019年, 世界上有近百种不同功能的假人模

型, 其结构从单个部分发展到百余个独立部分, 能够模

拟身体姿势和运动, 包括站立、坐、仰卧、行走等, 提
供发热、出汗和呼吸等功能, 发展历程可简单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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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结合热调节模型, 最新型的

暖体假人模型可以模拟人体对不同环境的生理反应.

1 暖体假人结构及实现方法

暖体假人的研制综合了材料科学、物理学、人体

工学、自动化控制、建筑环境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内

容, 仅模拟真人产热和散热规律就需要考虑的人体生

理特性包括新陈代谢产热、从体内到皮肤表面的热传

递、蒸发散热、体型和尺寸、运动姿势、体表面积、

皮肤黑度等. 暖体假人模型作为人体形状的传感器, 可
以测量假人模型整体表面或某局部表面区域各个方向

的对流、辐射和传导热损失[3~5].
早期暖体假人仅由几个独立区段组成, 而现代的

暖体假人模型由几十个或更多的区段组成. 随着人体

模型节段数的增加, 模拟精度有了很大提升. 尽管暖体

假人的材料、结构、尺寸、分段数以及调节模式各不

相同, 但是其实现原则基本相似, 通常由形态结构外

壳、表层皮肤、加热元件以及传感器4个主要元素构

成. 其中, 形态结构外壳类似于人体骨骼、肌肉以及皮

下组织等结构, 一般建议使用具有真实身体尺寸和形

状的模型结构(全身模型和局部模型). 表层皮肤可由聚

酯纤维材料、玻璃纤维材料、环氧复合材料或者其他

导热材料(如铜、铝、不锈钢等)制成. 由于金属材料导

热性能好, 暖体假人体表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大, 会降

低假人表面温度的稳定性. 加热元件置于表层皮肤内

或人体模型内部时, 尽可能均匀地加热假人各个部分.
模型中嵌入的加热元件越多, 皮肤表面供热的稳定性

就越高. 传感器一般用于提供假人表面的实时温度或

内部热量的反馈信息.
暖体假人可通过恒皮温(constant surface tempera-

ture, CST)、恒热流(constant heat flux, CHF)和热舒适

(thermal comfort, TC)3种模式进行加热控制[6]. 由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标准[7]对3种
模式的描述可知, 3种模式操作原理不同, 假人的皮肤

图 1 (网络版彩色)检测室内人员声、光、热感知和污染物暴露的

各种仪器
Figure 1 (Color online) Instruments for detecting indoor sound, light,
heat perception and contaminant exposure

图 2 假人发展历程
Figure 2 The development of mani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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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加热功率设置不同, 其适宜的热环境也不尽相

同. 恒温法是使用温度反馈控制调节假人皮肤表面的

温度. 使表皮温度维持在34°C, 当外界温度、湿度、风

速等环境条件一定时, 假人会不断向外散热, 为使表皮

温度维持在这一数值上, 就需要给假人不断补充热量

使其处于热平衡状态. 这种控制方式的优势在于可独

立控制假人各分区的温度, 且响应时间短, 但由于34°C
为人体热中性环境下的皮温, 所以恒皮温模式适用于

非极端环境. 恒热流模式是依据人体运动负荷来设定

假人整体的加热功率(热流值), 因此假人的皮肤温度与

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由于缺乏热调节的功能, 恒热流模

式下假人的皮肤温度会随着加热功率的增加而不断上

升. 如果材料的散热得不到保证, 假人的温度就会偏离

人体实际情况. 热舒适模式以Fanger[8]提出的人体热舒

适方程为控制模型, 假人通过热调节系统来保障皮温

的恒定. 因为皮温的设定是根据中性条件得到的, 所以

该模式一般只适用于热中性条件. 由于温度的自我调

节是通过迭代计算反馈的, 一般响应时间较长, 无法做

到实时反馈.

2 暖体假人类型及特征

2.1 人体测量特征

模型的结构形状和尺寸不仅对人体羽流的发展起

着重要作用, 还会进一步影响热质传递特性[9,10]. 根据

人体测量特征, 人体模型结构可分为局部模型和全身

模型两大类.
常见的局部模型包括头部模型[11~14]

、上肢与手部

模型[15]
、躯干模型[13]

、下肢和足部模型[16,17]. 而全身

模型一般可按照模拟对象具体分为婴儿模型、儿童模

型、成年男性模型以及成年女性模型. 其中, 成年男性

模型也可设计成不同的体形代表特定人群中平均标准

人大小, 如瑞典男性(Tore)、西方或亚洲男性(New-
ton)、欧洲男性(Therminator)等[10,18,19].

由于基于解剖学准确形体几何的假人一般较为昂

贵, 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中常对假人形体几何进行不

同程度的简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 英国学者就曾使用

垂直的铜圆柱模拟假人进行实验. Brohus和Nielsen[20]

采用方盒模拟站立人员对人在环境中的暴露进行研究,
发现当污染源靠近地板时, 两腿之间的气流会影响空

气和污染物的流动, 这也奠定了假人需要有腿部形状

的基础. 此后, 在简单方盒的基础上不断有研究者对其

进行改进, 使用了包括头部、躯干、大腿和小腿等部

位的多种组合模型进行实验研究. Topp等人[21]和Zu-
kowska等人[22]曾分别测量站立和静坐状态下不同形体

周围的羽流分布及房间气流流场. Topp等人[21]所使用

的两个简化模型是在Brohus提出的数值人体模型基础

上搭建的由躯干、大腿、小腿3个长方体组成的, 区别

在于两腿之间是否允许空气穿过. Zukowska等人[22]也

通过圆柱体钢管(没有胳膊和腿)和矩形钢管(没有胳膊

和腿)简化模型探究了人体模型的几何形状对羽流形

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与具有复杂形状的人体模型相比,
简化模型(圆柱体、立方体)产生了过度集中的人体体

表热羽流, 且羽流中心处于模型边缘, 无法准确描述人

体附近气流微环境, 仅能模拟热负荷. 由于大腿和小腿

显著影响羽流中的气流速度和温度分布, 因此想要较

为精确地描述人体附近气流微环境, 需要至少具有简

单头部和四肢几何的机器人(dummy)形体.

2.2 运动系统

早期暖体假人模型的姿势都是固定的, 或是保持

直立、久坐, 亦或是仰卧姿势, 这类模型仅能描述静止

条件下的人体状态. Edge等人[23]在研究人体非定常气

动尾迹时发现, 人体躯干后存在一个从头部到腿部的

尾迹流循环区, 两腿之间所产生射流的分解作用使该

区域在腿部结束; 如果污染物位于下半身或腿的侧面,
腿部的运动将使得污染物不断卷入循环区. 这一研究

结果指明, 腿部的运动扰动将破坏人体的羽流特征及

室内原有的流场分布. 最近, Brohus等人[24]
、Choi和

Edwards[25]、Eames等人[26]
、Tang等人[27]和Hang等

人[28]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室内人员移动对封闭空间空气

污染物运输的影响, 结果均表明人员移动过程所引起

的尾迹流会影响污染物在室内空间的输送轨迹.
因此, 为了模拟人体运动状态, 通过引入运动控制

系统来操纵手腕或脚踝以驱动手臂或腿部的移动. 瑞

典假人模型[29]和丹麦的人体模型(PT Teknik, http://pt-
teknik.dk)采用气缸驱动, 美国的Newton假人模型(Ther-
metrics, http://www.thermetrics.com)和瑞士的Sam模

型[30]由机械系统驱动. 以Newton模型为例, 模型本身

在肩膀、肘部、臀部和膝盖处都安装有可活动关节,
运动驱动系统包括电动机和快速连接杆两部分, 连接

杆安装在假人的手腕和脚踝处, 通过连接杆的运动模

拟人的行走过程 , 最大步行速度为每分钟55步(即
1.2 m/s). 此外, 还有一些可模拟特殊动态运动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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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如火焰假人, 通过旋转功能与横向系统的耦合来

模拟火灾环境中的消防和救援场景. 旋转功能通常由

减速电机来实现 , 旋转角度可控 , 旋转速度可在

0.05~0.25 r/min之间调节.

2.3 功能

暖体假人所具备的功能一般取决于其研究目的和

应用场景, 根据应用场景进行分类可表示为图3形式.
2.3.1 出汗假人及其模拟方法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暖体假人具备

出汗功能, 此功能在服装性能评估领域极为重要[31,32].
目前, 得到广泛认可的出汗暖体假人包括Coppelius假
人(芬兰)、Taro假人(日本)、 Kem假人(日本)、Newton
假人(美国)、Sam假人(瑞士)、Walter假人(中国香

港)、Adam假人(美国)7种[33].
暖体假人模拟出汗方式一般有以下4类: 第一类,

通过喷嘴将水直接送到假人模型表面(例如头部模

型[12]和Newton出汗人体模型[34]), 或者将水送到表面后

通过多孔膜进行蒸发(例如Coppelius假人[33]), 或者将水

送到表面后通过多孔金属出汗皮肤蒸发(例如汽车人

体模型Adam[33]). 这类发汗控制方式需要在假人模型

表面各部位均匀设置连接有控制器的“汗腺”, 每个“腺
体”可设置不同的出汗率和出汗温度, 适合用来确定服

装的抗蒸发能力. 第二类, 使用某种透湿材料“皮肤”来
保持水分(例如Walter假人[35]). 此种发汗控制方法仅能

计算总蒸发阻力, 无法评估蒸发能力. 第三类, 将预先

浸湿的织物“皮肤”覆盖在干燥的暖体假人模型上, 早

期的Newton模型和Tore假人均采用此发汗方式. 采用

此种发汗控制方式时, 实验的有效持续时间取决于织

物皮肤的最大吸湿量、织物“皮肤”和测试套装的容量.
当某些部位开始干涸时, 如上臂、背部和胸部区域, 由
于蒸发减少, 热量损失会急剧减少, 影响结果准确性.
第四类, 向人体模型提供被加湿的空气, 如德国Cybor
假人[36]. 该方式仅用于舒适性评估, 并且不考虑蒸发阻

力和绝缘计算. Lu等人[37]曾使用第一种和第三种出汗

模拟方式来确定Newton假人模型衣服的蒸发阻力, 结

果显示, 第一种方式测定的织物蒸发阻力均低于第三

种方式测定的数据, 两种方式测得的蒸发阻力呈线性

关系.
2.3.2 热调节人体模型

近20年间, 人体体温调节模型和暖体假人模型的

发展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的不断革新, 极大地促进了

热调节人体模型[38]的发展. 与体温调节模型(热生理模

型)结合后,暖体假人模型成为适应性人体模型,能够模

拟人体对给定环境的实际热生理反应, 如出汗、颤

抖、血管运动等[39]. 目前已有多种此类“结合”模型投

入使用, 主要用于环境工程、汽车工业和服装研究

领域.
在使用热调节人体模型时, 无需对环境条件进行

复杂测量, 因为暖体假人模型可以根据其空间分辨率

图 3 暖体假人分类及功能框图
Figure 3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thermal mani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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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人模型的节段数量)直接测量环境条件以及服装的

热效应. 人体体温调节模型需要根据所设置的边界条

件进行调整, 边界条件可以是第一类边界条件(Dirich-
let边界条件)或第二类边界条件(Neumann边界条件).
第一类边界条件假设代谢热和出汗率作为人体模型的

控制参数, 最终表面温度作为物理模型的反馈参数; 第
二类边界条件假设表面温度和出汗率作为人体模型的

控制参数, 热流量作为反馈参数[38], 具体见图4所示.
使用较为广泛的人体体温调节模型包括Fiala模

型[40,41]
、UCB(University of Clifornia of Berkeley)模

型[42]以及Pierce模型[43,44]等. Blood和Burke[45]将人体受

试者的测试结果与使用Fiala模型控制的26段Newton人
体模型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 结果显示在所有测试环

境下, Fiala模型对平均皮肤温度都有较好的预测. Foda
和Sirén[44]将Pierce模型应用于暖体假人的控制系统, 并
结合Nilsson的舒适区图评估热感觉, 证实了Pierce模型

的输出值更接近于在微凉和温暖条件下大多数人的主

观评估.
2.3.3 呼吸暖体假人的应用及其控制

在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评估或者研究室内工作环

境舒适性以及人对室内空气流动的影响时, 呼吸暖体

假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96年Brohus第一次

使用呼吸暖体假人评估室内空气质量和热舒适开始,
已有十余种呼吸暖体假人被用于科学研究. 呼吸暖体

假人的外形结构与一般暖体假人相似, 除了具有形态

结构外壳、表层皮肤、加热元件及传感器外, 还配备

呼吸模拟系统, 即人工肺, 可由封闭气缸或结构紧凑的

真空泵实现, 通过活塞的往复运动或真空泵的正反转

模拟呼吸过程, 用于控制假人呼吸频率、肺通气量. 人
工肺放置于假人内部或体外取决于假人内部空间结构

和人工肺的形状尺寸. 人工肺的输出波形依赖于系统

的控制程序, 目前部分呼吸机产生呼吸方波, 但研究发

现, 人的呼吸波形接近于正弦信号[46]. 因此, 为更精确

地模拟人体呼吸, 在吸入暴露实验中, 通常采用输出正

弦信号的人工肺. 呼吸暖体假人可通过口腔或者鼻子

进行呼吸, 在保证口腔和鼻子的几何形态与真人一致

时, 可较真实地模拟真人的呼出气流[47].
实验研究中最常见的呼吸暖体假人是丹麦Btm

(breathing thermal manikin)假人和Aalborg假人[48](图5)
以及美国的Newton假人. 以丹麦Btm假人为例, Btm假

人是高为1.68 m、服装热阻为0.7 Clo(1 Clo=0.155
m2 K/W)的坐姿女性, 整体分为26个独立区段, 各区段

可独立控制, 并处于“舒适模式”, 旨在保持模型表面温

度等于舒适状态下人的平均皮肤温度. “人工肺”在设

定流量、频率参数下, 模拟吸气-呼气过程, 实现假人

的呼吸功能. 为了模拟办公环境工作状态的呼吸过程,
通常将肺通气量设定为6 L/min, 呼吸频率为10次/min,
整个呼吸周期包括2.5 s吸气、2.5 s呼气、1.0 s间歇.

近年来, Melikov[6,49]对呼吸暖体假人的尺寸、形

状、控制系统、呼吸模拟等参数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

诸多讨论与补充. Cheong[50]采用暖体假人和真人对照

实验, 对置换通风系统室内环境中人体的热舒适进行

了研究, 分析了室内热环境对整体和局部人体热感觉

和热舒适的影响. 使用呼吸暖体假人最大的局限在于

图 4 假人和热生理模型的耦合方法、边界条件类型和控制参数
Figure 4 The coupling methodologies of the manikin and thermo-
physiological model, type of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control para-
meters

图 5 (网络版彩色)具有呼吸控制装置, 可用于室内空气质量评估的

呼吸暖体假人. 丹麦的Btm(左)和Aalborg假人(右)[48]

Figure 5 (Color online) Breathing thermal manikin with respiratory
control device for indoor air quality assessment. Btm (left) and Aalborg
(right) manikin from Denmar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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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模拟人类对瞬态环境的主观及生理反应, 尽管呼

吸暖体假人可以评价室内热环境, 但是由于人类具有

个体差异, 依据假人建立的模型只能预测人的平均舒

适度.

3 人体微环境流场特性和污染物暴露的
影响因素

室内空气温度建议范围为20~26°C[7,51], 比人体皮

肤表面温度低7~13°C. 身体与环境之间的温差作用, 导
致人体在不同的室内环境下有约35%的代谢热通过对

流的方式散失[51]. 在浮力驱动下, 身体加热并卷吸周围

空气向上运动, 在人体周围形成热边界层或身体热羽

流[52]. 热边界层内空气的温度和速度均与周围环境存

在显著差异[53], 对室内污染物和传染性病原体的运输

有重要影响. 此外, Lewis等人[54]指出, 裸体男子站立状

态下 , 微环境中微生物的数量比周围环境高30%~
400%. 同时研究表明, 人体吸入的空气中约有2/3来自

身体热边界层, 影响吸入空气品质. 因此, 研究人体边

界层行为, 对改善室内空气质量、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研究者采用热线风速仪[55]

、纹影成像[53,56]
、

多普勒激光测速[57]和粒子图像测速技术[58]对人体热边

界层行为进行研究, 发现房间温度为19~21°C时, 热边

界层起始于脚部, 初始为层流, 在小腿部位边界层厚度

为0.01~0.03 m,速度为0.01~0.015 m/s;沿身体向上运动

的过程中速度和厚度均增加, 在胸部完全过渡为湍流,
厚度0.075 m, 速度为0.05~0.25 m/s[52]; 在肩部和头顶边

界层脱离形成循环区, 在头部上方约0.5 m位置处达到

最大速度, 约0.3 m/s[59]. 在边界层发展过程中, 身体的

卷吸作用引起边界层流场异于周围环境, 导致人在站

立或坐姿状态时, 呼吸区的污染物浓度高于周围环境,
严重影响吸入空气品质. 因此, 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实验

研究边界层流场特性. 影响人体周围边界层的因素较

多 , 主要包括房间温度、姿势、服装热阻 [ 5 8 ]
、形

态[21,60]
、呼吸气流[27,49,61]等. 考虑到羽流的敏感性以及

真人实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 采用真人实验

进行人体附近流场的研究存在困难[62]. 因此, 可模拟人

体真实特征的人体模拟器成为最佳实验工具. 为了使

人体模拟器能够营造更加真实的人体微环境, 研究者

从人体模型的形状和呼吸气流模式对人体微环境的影

响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Topp等人[21]和Zukowska等人[22]研究了置换通风

条件下, 简化程度不同的人体模型周围污染物浓度和

人体暴露情况. 距离不同形状模型较远位置(0.99 m)时,
垂直高度速度变化曲线相似. 但是, 接近人体表面区域,
不同模型的实验结果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卷吸作用存

在, 与真人相似的人体模型更容易携带污染物向上运

动, 导致头部区域污染物浓度明显高于简化模型. 同时

研究发现, 方盒模型实验中层流在较低位置完全转变

为湍流, 与真实人体在胸部位置完全转变为湍流不符.
Taghinia等人[63]对比了方盒模型和3D扫描人体模型周

围的速度场和温度场, 发现方盒上方温度＞27°C的区

域明显大于头部上方, 且温度场分布更加均匀. 人体不

规则的几何形状导致头部后方存在较大的温度梯度.
此外, 分别测量模型前后0.15 m处垂直方向速度分布,
发现采用方盒将会高估对附近速度场的预测. Yan等
人[64]以3D扫描人体模型为基准, 对面部结构简化程度

不同的人体模型附近, 尤其是呼吸区流场和浓度场的

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 几何形状的简化程度直

接影响模型周围流场, 且在浮力的驱动下, 这种差异对

呼吸区和头顶上方的影响效应放大; 过度简化的模型

(如方盒和圆柱)无法预测污染物的运输和分布情况. 因
此, 为了更加精确地模拟人体微环境, 尤其是呼吸区微

环境, 在考虑简单四肢形状和头部结构的基础上, 需要

考虑面部的简化程度对微环境场的影响.
大量研究已经获得不同呼吸活动下呼出气流速度

(正常呼吸: 1 m/s, 谈话: 5 m/s, 咳嗽: 10 m/s, 打喷嚏:
20~50 m/s)的近似值[65,66], 而头部附近热边界层内气流

速度约为0.25 m/s[52]. 因此, 呼出气流的动量远大于热

羽流, 严重影响呼吸区微环境的流场特性, 进而影响污

染物的传播. 为此, 很多学者对呼吸流动特征进行了研

究. 影响呼出气流特性的因素包括流速、呼气方向、

口鼻开口面积、呼吸活动持续时间等[46]. 呼吸过程具

有周期性、瞬时性的特点, 过程相对复杂[67]. 完整的呼

吸过程通常包括吸气、呼气、间歇[68]. 早期很多文献

对表征呼吸气流的重要参数, 如分钟通气量(minute vo-
lume, MV)、呼吸频率(respiratory frequency, RF)、潮气

量(tidal volume, TV)等进行了定义[46]. Olmedo等人[69]

使用呼吸暖体假人进行烟雾可视化实验, 发现通过鼻

孔呼出的气体穿透距离达到0.4 m, 嘴巴呼出气体的穿

透距离达到1.2 m, 显著影响热羽流层以外的区域 .
Özcan[61]进行PIV(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测试, 结

果表明, 通过鼻孔连续呼气向下呼出的射流可以穿过

热边界层. Zhao等人[70]的数值研究结果表明, 正常呼吸

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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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1 μm的飞沫,传播距离为0.6 m,而人体头部附近热

边界层的厚度约为0.15~0.2 m[71], 已经穿透了热边

界层.
已有研究通常使用接近人体真实呼吸周期的正弦

边界[69]或类似的非稳态边界[70]. 不同的研究者[72,73]采

用了不同的呼吸曲线近似表示吸入和呼出空气流量随

时间的变化, Gupta等人[46]指出真实人体呼吸特征更加

接近正弦流动. 已有研究使用的呼吸暖体假人处于站

立或坐姿状态时, 嘴巴呼出气体的方向是水平的[6,46,74],
但是鼻子呼出气流的方向比较复杂, 通常沿水平方向

向下倾斜45°, 并且与垂直方向保持30°的分离角[6,49],
符合Gupta等人[46]对志愿者呼气过程中嘴部和鼻孔开

口面积和扩散角的测量. 他们基于受试者的测量数据

建立了关于流速、流向和口鼻开口面积的模型. Xu等
人[47]从几何形状和呼吸功能的角度研究了标准假人与

志愿者之间的异同, 结果表明, 假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模拟RF, MV和气流模式, 但是由于口部形状的简化, 呼
出气流的扩散度低, 湍流水平低, 呼出污染物的速度和

浓度增加. 真实人体通过口部和鼻部呼出气流的纹影

成像如图6所示.
从图6可以看出, 呼出气流呈充满涡环的湍流状态,

随着气流与周围空气混合, 呼出气流宽度和长度增大,
污染物的速度和浓度降低[75]. 但是, 呼出气流已经完全

穿透热边界层, 在仅口或仅鼻子呼吸时穿透距离均大

于0.4 m. 与标准假人相比, 实际人体呼吸气流存在波

动, 由于个体差异, 在呼出方向上更为复杂.
由于个体变化和测量手段的多样化, 上述实验结

果存在一定差异. 研究者曾尝试采用不同的呼吸暖体

假人替代人体受试者, 由于口鼻形状的简化, 呼吸及人

体热环境的模拟等缺乏统一的标准, 实验结果不一致.
但可以确定的是, 人的呼出气流可以穿透热边界层, 可

能进入附近人体的呼吸区. 由于呼出气流中包含各种

呼吸活动释放的飞沫[76], 这些飞沫携带数百万个细菌,
是引起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原因[77]. 呼出气流的穿透

距离较长, 极易被周围人体吸入引起人际间的传播. 因
此, 在了解人体呼吸区微环境的基础上, 研究吸入暴露

情况可有效控制传染病的传播.

4 人体吸入暴露的研究

已有利用呼吸暖体假人对室内人员的污染物吸入

暴露的评估往往止于口鼻吸入, 如Liu等人[78]利用呼吸

暖体假人研究了两个站立成人间呼出飞沫和飞沫核的

传播和暴露过程, 采用易感者的口部吸入量作为传染

风险的直接相关指标. Vianello等人[79]利用呼吸暖体假

人研究室内空气中微塑料的吸入暴露. 这类研究尽管

能够评估通过吸入等暴露途径进入人体的潜在剂量,
但是无法准确获得在致病部位造成健康效应的有效

剂量.
一直以来, 有效剂量的测量不仅是污染暴露研究

中的难点, 亦是吸入药理学中的一大难题, 其研究主要

是以动物模型和人作为实验对象的活体研究. 动物模

型利于实现吸入暴露与组织损伤、病变或生物标志物

变化等健康效应间的量化联系, 对解释进入人体内的

颗粒物产生的相关病理有重要意义[80~82]. 但是由于动

物与人的呼吸系统在解剖学形态、肺功能特点上的差

异, 无法借助动物实验精确探究颗粒物在人体呼吸道

内的运动情况. 当以人为实验对象时, 通常受试者吸入

一定浓度与粒径分布的气溶胶颗粒, 之后对呼出气体

中气溶胶颗粒物的浓度和粒径进行检测, 从而计算呼

吸系统中颗粒物总的沉积量[83], 但是该方法仍然无法

确定呼吸道内实际暴露部位处的有效剂量.
因此, 研究者尝试基于真实人体的呼吸道形态学

图 6 (网络版彩色)呼出气流纹影成像图. (a) 仅口部呼气; (b) 仅鼻子呼气[75]

Figure 6 (Color online) Schlieren image of exhaled airflow. (a) Mouth only breathing; (b) nose only breathing[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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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体外构建呼吸道模型. 然而, 受人体内部结构的

复杂性和技术手段的限制, 这一方法经历了漫长的演

变过程. 1935年Findeisen[84]结合气溶胶颗粒物运动理

论和呼吸系统内相关生物学理论研究了颗粒物在人体

呼吸道内的运动沉积, 建立了第一个呼吸道模型, 包括

气管、4级支气管、末端细支气管、呼吸细支气管、

肺泡管和肺泡囊6个部分. 因受当时解剖学知识的限制,
该模型的几何结构不够完善, 对各级呼吸道的尺寸、

气流速度、气管分支类型和颗粒物沉积方式都做了一

系列假设, 并且没有考虑口部和咽喉结构对颗粒物运

动的影响, 但为后来呼吸道模型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1950年Landhal[85]在Findeisen模型的基础上增加

了口腔和咽喉部位, 使新模型具备了完整的上呼吸道

结构, 可用于上呼吸道结构对颗粒物沉降影响的研究,
同时Landhal应用该模型对呼吸方式、颗粒物粒径等参

数对颗粒物在人体呼吸道内的运动规律进行了进一步

探索. 1963年Weibel[86]提出了著名的Weibel模型, 该模

型共有24级气道, 包括人体气管支气管和肺泡区域的

对称和非对称结构, 指定气管为第一级气道, 假设每个

支气管末端会产生两个分支, 采用二分法可以方便快

速地构建出相对完整的呼吸道结构, 并且介绍了气道

形态学定量测量方法, 至今被研究者们广泛采用. 1994
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在系统整理了基于解剖学数据

的呼吸道形态学资料后, 以白人成年男性数据为基础,
构建了一套半经验呼吸道内形态和颗粒物沉降分布模

型——人呼吸道放射防护模型ICRP 66[87]. 该模型能够

通过参数修正近似得到不同性别、种族、年龄人群的

呼吸道形态, 并将呼吸道模型分为胸外区域(extrathor-
acic, ET)、支气管区(bronchial, BB)、细支气管区

(bronchiolar, bb)、肺泡间质区(alveolar interstitial, AI),
并利用a, R, p3个参数的组合形式a×Rp定义各分区沉降

效率的计算公式. 可通过式(1)和(2)分别计算得到通过

嘴巴和鼻子吸气时, 颗粒物在呼吸道内4个主要分区的

沉降效率.
通过鼻孔吸气时, 胸外区域分为ET1(鼻腔)和ET2

(喉、咽)两个区域:

( )
aR

a R d V SF p
a R d V SF p
a R d VSF p

a R t d p

a SF R d t p

= 1 exp( ),

ET : = 3 × 10 , = , = 1,

ET : = 5.5 × 10 , = , = 1.17,

BB : = 4.08 × 10 , = , = 1.152,

bb : = 0.1147, = 0.056 + × , = 1.173,

AI : = 0.146 × , = , = 0.6495,

(1)p

n t

n t

t

b
t

A A

1
4 2 3

2
5 2 3

6 2 2.3

1.5

0.98 2

b
0.25

其中, Vn表示通过鼻孔吸入空气的体积流量, mL s–1; SFt表示成年男性气管直径与受试者气管直径的比率.

通过嘴巴吸气时, ET2表示口腔:

( ) ( )

( )
aR

a R d VSF V SF p

a R d VSF p

a R t d p

a SF R d t p

= 1 exp( ),

ET : = 1.1 × 10 , = , = 1.4,

BB : = 4.08 × 10 , = , = 1.152,

bb : = 0.1147, = 0.056 + × , = 1.173,

AI : = 0.146 × , = , = 0.6495,

(2)p

t T t

t

b
t

A A

2
4 2 3 0.6 2 0.2

6 2 2.3

1.5

0.98 2

b
0.25

其中, V表示通过嘴巴吸入空气的体积流量, mL s–1;

VT表示受试者潮气量, L.
ICRP 66模型的提出实现了颗粒物在呼吸道不同

部位沉降的定量分析, 推进了吸入有效剂量评价的研

究. Finlay结合CT扫描及3D打印技术构建了人体真实

鼻腔模型的几何边界, 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了潮式呼吸

下气体动力学直径在0.8~5.3 μm之间的颗粒物在上呼

吸道沉降的有效剂量. 2002~2016年美国太平洋西北国

家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PNNL)
在沿用ICRP 66口鼻咽沉降模型和Weibel下呼吸道理论

模型的基础上, 利用真实人体CT扫描数据修正了中心

呼吸道和下呼吸道前若干级的几何结构, 建立了基于

完整呼吸道形态的多通路颗粒物沉积模型, 即MPPD
(multiple-path particle dosimetry model)模型[88]. 该模型

和ICRP 66模型一样, 主要以单一族群的少量样本数据

和Weibel简化模型作为“标准人”的呼吸道形态学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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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亦发现计算得到的颗粒物沉降预测精度

较低. 尽管如此, CT扫描由于数据量巨大, 精度逐年提

高, 目前已开始取代传统的解剖学方法, 成为建立体外

呼吸道模型的优先选择. Hvelplund等人[89]等利用CT扫
描数据获得了包含脸部、口鼻入口至肺腔容积的全吸

入暴露边界, 通过3D打印建模、计算流体力学模拟等

方法得到了颗粒物在呼吸道表面不同区间的沉降分布,
见表1.

尽管数值模拟可精确再现呼吸道结构形态, 但边

界条件具有不确定性, 其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数

设定, 呼吸道模型的体外实验无法再现人体热羽流对

呼吸区微环境的影响. 通过内嵌 “标准”或个体呼吸道

模型的呼吸暖体假人, 能够对个体吸入暴露进行定量

描述, 其结构示意如图7所示.
除动物模型之外, Dilger等人[90]

、Kasurinen等人[91]

和Marchetti等人[92]使用体外细胞培养法, 通过对人体

呼吸道上皮细胞的体外培养, 建立吸入毒理学模型, 可
研究不同物化性质的颗粒物对细胞的毒性作用, 评估

不同颗粒物暴露条件下的细胞活性、炎症反应和DNA
的损伤程度等, 有效指出不同颗粒物的物化性质产生

的细胞毒性效应以及相关的分子机制. 体外细胞培养

法可有效节约成本, 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实验数据, 但
是通过培养皿和多孔板培养出的简单细胞模型缺乏完

整的生理功能, 没有考虑各器官组织间的相互作用, 因
此准确性降低[93]. 由于当前体外细胞培养模型的局限

性, Huh等人[94]基于微流控技术的细胞装置, 建立体外

肺芯片, 将多个器官组织信息集成在一个单独的芯片

上, 形成“器官-芯片”系统[95], 更好地模拟和控制生理

微环境, 可以较快地观察到肺部疾病患者在相关暴露

环境下引起的分子、细胞和组织水平的特异性反应,
对靶向治疗和生物标记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96]. 超越

传统的二维细胞培养模型, 可观察多种器官交互作用

下, 颗粒物进入呼吸道上皮细胞微环境后, 与人体内环

境中各种物质的相互作用.

5 结论

暖体假人作为一种精密、复杂的设备, 可测量由

于辐射换热、周围局部空气流动、环境温度变化及接

触传热等引起的热效应, 可直接量化服装和个人防护

设备引起的热量交换. 具有排汗功能的暖体假人, 可模

拟人体表面均匀出汗, 直接测量服装的蒸发热损失. 目
前暖体假人在特种服装、人工环境等工程领域尤为

重要.
具有呼吸模拟功能的呼吸暖体假人, 能够同时模

拟人体发热产生的体表热羽流, 以及呼吸产生的周期

性呼出和吸入气流, 能够测量比污染物环境浓度更有

代表性的实际吸入暴露水平, 尤其在SARS、流感等呼

吸系统传染疾病在室内环境的传播机制研究中应用广

泛, 为改善医院环境、飞机客舱环境和高密人群环境

的通风系统提供了重要的设计依据.

表 1 (网络版彩色)通过计算流体力学模拟得到的单分散颗粒物在呼吸道内不同区间的沉降分布[89]

Table 1 (Color online) Th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of monodisperse particulate matter in different region of the respiratory tract by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simulation[89]

区域
沉降分数(%)

0.1 μm 1.0 μm 2.0 μm 5.0 μm 10.0 μm

鼻腔 0.4 0.5 0.4 0.6 0.8

口腔 0.3 0.3 0.5 0.9 3.2

咽部 0.5 0.5 0.6 0.9 2.3

喉部 2.1 2.3 2.4 4.9 18.9

气管 1.5 1.5 1.5 2.7 7.7

G1-5支气管左 2.1 2.3 2.6 3.9 14.8

G1-5支气管右 3.5 3.7 4.2 6.6 20.3

呼吸道表面总沉降 10.5 10.9 12.2 20.5 68.0

肺部容积边界左 4.1 4.0 4.3 7.5 6.6

肺部容积边界右 5.5 5.5 6.0 10.3 8.6

模型内壁总沉降 20.1 20.4 22.5 38.3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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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前沿研究一方面关注通过CT扫描等技术提

高假人身体体表的几何精度, 包括口鼻、呼吸道的复

杂结构, 以此提高假人附近气流分布, 更精确地测量污

染物吸入至呼吸道具体部位上的有效剂量. 另一方面,
体外细胞培养、器官芯片等技术在呼吸暖体假人中的

集成将完善污染物从环境进入人体并产生健康效应的

研究链条, 再现环境暴露-剂量-部分健康效应间的量化

关系. 呼吸暖体假人涉及工程学与医学中多个学科, 既
对室内环境、建筑技术等学科有促进作用, 也能推进

药物输送、院内感染控制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 呼吸暖体假人可以用来代替实际室内人员,

有效测量人体的热感知和污染物吸入至呼吸道局部产

生的有效剂量, 并以此对建筑室内空气温湿度、风

速、污染物浓度等与舒适、健康相关的环境控制指标

进行更准确的评价, 能够为实现室内局部空间、局部

时间的环境控制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发展呼吸暖

体假人技术, 对营造更健康、舒适、节能的室内环境,
实现健康建筑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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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concept of healthy building is “people-oriented”. Indoor environment directly affects human health, comfort
level, and work efficiency. The intuitive feeling and health effects of indoor occupants should be key evaluation indicators
in constructing indoor environment. However, limited by existing experimental methods, testing technique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many experiments related to indoor human health and comfort cannot be carried out on human bodies. In
addition, although existing indo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s can meet parameter control and
energy efficiency requirements, they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have not been integrated on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urthermore, indicators are needed to reflect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multiple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n the
health effects of occupa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valuate human thermal comfort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determine
the effective doses of pathogenic sites in personal exposure studies, advanced and reliable measurement tools must be
developed first.
As a sophisticated and complex device, thermal manik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indoor health

effects. It was originally used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clothing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ol
method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y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sweating thermal manikin, thermal regulation
manikin, and breathing thermal manikin on the basis of clothing thermal maniki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in three aspects,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rmal

maniki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 vitro respiratory tract model.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application environments,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functions, features, and control methods of
thermal manikin show diversity, but its implementation principles are basically similar. That is, it consists of morphological
shell, surface skin, heating element, and sensor. The manikin’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face thermal plumes
seriously affect the human micro-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personal expos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field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llutant exposure in human micro-
environment unde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human model simplification. After that, it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ifficulties of research on human inhalation exposure, and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CT scanning,
3D printing, in vitro cell culture, and organ chip technolog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ose-effect relationship model, as well
as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targeted therapy and biomarker research of lung diseases. On this basis, it talks about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health effect research using a thermal manikin that has integrated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breathing simulation fun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s of breathing thermal manikin and various

advanced lung models in the fields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Starting from airflow creation in human
micro-environment, in vitro respiratory tract model, in vitro cell culture, and organ chip construction, it sums up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rmal manikin, draw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field, presents the vision of the future prospects,
and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in this area. This paper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easonable and accurate environmental control techniques, achieve healthy building,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pathology, pharmac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rmal manikin, human microenvironment, inhalation exposure, respiratory tract model, applied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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